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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非的官僚治理说是一种关于如何有效管理官僚系统使其高效运行的理论，其中包含对官僚系统的常规

支配和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前者侧重“规范”，确定了官僚选拔、考核、奖惩和监察的基本原则，

为官僚系统奠定基本的运行规则；后者侧重“防范”，目的在于防止重臣壅蔽，疏通各类信息上传下达

的流通渠道。“因情”被看作是韩非治国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原则，他提出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

治国方略。将“因人情”运用到官僚政治中，一定程度上使官僚系统良好运行，仅仅依靠利益引导和强

制性的奖惩制度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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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 Fei’s theory of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is a theory on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bureau-
cratic system to ensure its efficient operation. It encompasses both routine control over the bureau-
cratic system and focused control over “important ministers”. The former emphasizes “norms”, es-
tablishing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selection, assessmen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nd supervision 
of bureaucrats, thereby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basic operational rules of the bureau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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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he latter emphasizes “prevention”, aiming to prevent important ministers from blocking 
information and to ensure smoot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oth upwards and downwards. “Based on human nature” is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and fundamen-
tal principle of Han Fei’s statecraft, and he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al-
ways governing based on human nature”.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based on human nature” to bu-
reaucratic politics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enabled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to operate well. Alt-
hough relying solely on interest incentives and mandatory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s cannot 
solve problems at their root, i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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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礼崩乐坏秩序混乱，先秦诸子就如何使天下复归于“治”，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相较于儒家推行的以礼为本的自律和谐原则，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官僚治理学说则更为现实，韩非乃至

法家全体，几乎无一例外地秉持着“人必自为”和“以利为义”的理念[1]，他主张法治基础上的他律控

制，并针对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合理利用“人情”，维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行和高效治理。因此，对于

人情的合理利用在韩非的官僚治理说中是不可或缺的。 

2. 韩非人情论的实质 

人情是人之实情，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关于利益需求的实情，具体表现为人人皆有“自

为心”，韩非将人的趋利避害视为一个客观事实，即“人情者有好恶”，他没有直接说明人情好利是好是

坏，反而对好利的具体情形加以分析，哪些好利情形需要加以鼓励，哪些好利的行为需要抑制，以此对

好利进行价值引导，最终目的是使人情服务于君主，继而凝聚国力统一天下。 

2.1. 因自为而利他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人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

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2] p. 295)韩非通过这个案例描述了人的自为之心，出现“子怨

父诮”的情况，是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如若父子以自己的长远利益为目的从而为对方的利益考虑，在

巩固互相的关系以后，自己的利益也就能更好地实现。韩非基于自为的利他主张，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

的，看似是利他，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为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求。在对待人的自然欲望这一问题上，韩非与荀子的观点大相径

庭。荀子秉持“化性起伪”的理念，意在通过培养后天的人为修养来克制人的自然欲望；相对而言，韩非

则坚持“以利为心”的观点。荀子之所以倡导“化性起伪”，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如果任由人的自然欲

望无节制地发展，将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他期望通过高尚的道德品质来约束这些欲望。韩非

主张“自为”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不可违的，循着自然法则，不伤害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取得预想

的结果，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才能构建良好社会关系。韩非并未对人的本质做出任何先验性的假设，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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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务实地关注到每个人都普遍存在的“好利恶害”这一实际状况，这一实际状况实质上反映了人的本

能欲望。因此，在韩非看来，“人情”几乎可以被直接等同于“人欲”。他还告诫君主不要伤害百姓的积

极性——好利之心，因为人的好利之心得不到满足时，就会通过扭曲的方式去获得，反而不利于国家的

统治。 
人好利，所以利用好利促进人的行为，对官僚而言，君提供功名利禄，臣出于对名利的本能追求，

献出自己的“忠心”事君并辅佐君主成就“霸业”。对民而言，农民与战士被君主看作是成就其霸业的道

路上最为“有用”的两类人。韩非深信“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 p. 283)，因而“设民所

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2] p. 383)让民众在农战之中得到

恩惠，对无益于农战的人则统统给予重罚。为了实现赏罚的绝对有效性，“法”要“易知”“易行”且稳

定，让“法”成为民众唯一的价值观乃至无可置疑的信仰[3]。通过自为而利他，臣民得到了他们需要的

利，君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韩非的利他并不是善恶的最终原则，而是一种工具，运用到君臣关系中，即可以实现“君臣异利”

向“君臣共利”的转变。最终凝聚国力，进而在富国强兵的生存竞争中统一天下。当然，在这里，臣民只

是手段，君才是目的。 

2.2. 利他背后的长远利益关系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具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智慧的君主在治理国家

的时候，会从根本上考虑民众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以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根本原则为出发点，以

期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而不是一味地满足民众的欲望。在韩非看来，统治者若是一味满足民众的欲望，

只会使社会问题更加复杂。这是韩非“利民思想”的表现，但他的利他又不只是对民众欲望的无底线满

足。 
他认为民众对利益的要求往往是短期的，君主则与其相反。最好的证明就在于“今上急耕田垦草以

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

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

民不知悦也。”([2] p. 507)这是说君主急于开垦荒田想要增加民众的财富，但民众却认为君主过于苛刻；

君主修订刑法，实行重罚禁止邪恶行为，但民众却认为君主过于严厉；君主征收赋税和粮食充实国库，

以便救济饥荒和准备军需，但民众却认为君主过于贪婪；在境内的民众必须懂得守卫疆土，不能私自和

解，齐心协力奋勇战斗才能擒获敌虏，但民众却认为君主过于残暴；这四种措施都是用来维护社会治安

的，但民众却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君主为了国家利益采取各种措施，可是没有被民众理解和接受。究其

根本原因，是民众只关注自己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韩非是如何解决君民

之间利益一致但利益认识不一致的问题呢？韩非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区分人情好利的具体形态，坚

持利他的价值导向，并且是坚持长远利他的价值导向[4]。 
不仅如此，韩非还意识到，君、臣、民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君主治理国家时需要大臣的辅佐，所以他

主张任用贤人，使贤人在实现君主利益的同时造福百姓。在处理君民关系时，“夫利者，所以得民也”，

给予民众一定的利益，民众才会反过来拥护君主，以此实现君、臣、民之间的利益长远发展。 

3. 韩非官僚治理说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治理模式逐渐发生转变，君主集权官僚政治取代宗法贵族政治，这一时期以“身

份”为重的“爵本位”向以“事功”为重的“官本位”迈进，即官僚制取代贵族制、新式吏员取代传统贵

族[5]。韩非官僚治理学说包括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支配和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前者确定官僚选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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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和监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后者意在防止重臣壅蔽，疏通有关国

家上传下达的流通渠道。 

3.1. “人情”视角下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支配 

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官僚制度为大国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础，官僚政治与以往的宗法制不同，

君主可以将相应的权力委托给对应的职能部门，被委托的部门以代理者的身份管理事物和民众，在这个

“委托–被委托”的关系中，君主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体系，需要将自己的权力下放到各级部门，

君主具有最高管理权，官僚则拥有具体的治理权，实现了职能集权和分权的适度平衡。 
韩非在“人情”视角下，预设君臣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进而论证如何利用人情，使君臣异利的关

系转换为君臣共利。《韩非子·奸劫弑臣》曰：“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2] p. 105)
在“人情”的视角下，一切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都体现出趋利避害的倾向，所以君臣关系也被看作一种

利益交换关系，所谓“君臣之交计也”。《韩非子·孤愤》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

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2] p. 90)君主的优

势在于可以任用贤才，并根据臣子的实际工作成果赐予其官爵和俸禄，而臣子的优势在于没有能力也可

以获得官职，没有功劳也能获取富贵，甚至会拉帮结派、私相授受威胁君主的地位。这一句话挑明了君

臣之间存在的利益张力。 
韩非直面这种矛盾，君主自利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官僚自利在于用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

财富，以此作为前提，才能进一步通过选任、考核、奖惩和约束机制，将官僚系统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实

现统一的行动目标[6]。 
在选拔任用上，依照法度行事，“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

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2] p. 126)。春秋时期卿大夫具有一定的治理能力，但是家族地位和血缘关系是

首要条件，法家则力图打破这种血缘壁垒和地域限制。在绩效考核上主张“循名责实”，根据官僚的职

位，考察核验他们的实际工作成果，名实相符则赏，名实不符则罚。在行为准则上要求群臣做恪尽职守

的忠臣，尊君事上，尽己之能，除外患，解内忧，做出实际的政治功业[7]。由此实现常规支配的日常运

转和高效运作。 

3.2. “人情”视角下对“重臣”的重点支配 

在战国时代官僚制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君主任用臣僚的两难处境在于：一方面要将某些权

力暂时委托于臣僚，使其替君主办事，但另一方面臣僚在获得权力之后可能会出现离叛之心，于是君主

在任用臣僚时必须坚持“用”“防”结合的理念，重视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力图全方位防范重臣“壅

蔽”。 
常规支配的目的在于维持官僚系统的日常运转，使官僚系统成为君主管理国家事务和治理民众的得

力助手。但是官僚系统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不会像预设那样时时刻刻高效传达，反之会成为君民之间

的隔离带。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央和地方、君主和官僚之间信息不对等，一方比另一方要掌握更多

的信息。这意味着君主以吏治民的同时也会遭到官僚的蒙蔽失去对权力的管控权。“重臣”便是那些掌

握诸多信息而蒙蔽君主乃至妄图夺取君权的人，对重臣进行支配的关键便是如何去除重臣之壅蔽。君主

下达国家政令，朝廷和地方信息汇总到君主那里，负责上传下达的重臣，由于距离优势造就其中枢地位，

于是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的“重臣”往往结党营私、笼络人心，不仅“擅事要”，使“外内为之用”，对

朝政形成一手遮天的独断之势，而且通过各种手段蒙蔽君主，形成“背法专制”局面，甚至剑指王冠。面

对如此复杂的君臣关系问题，君主需要找出关键的突破口，而“人情”恰恰就是君主实现高效治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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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利用的人之共性。 
韩非认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2] p. 105)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

这种情态体现在待人接物的各个方面，君臣关系中更是如此。君主给出“官爵”，臣僚则以“智力”来换

取，即“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2] p. 383)，因而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主要是利益。 
韩非子直面君臣异利这一事实，认为君主应通过“因人情”将臣僚以“自利”为核心的个人行为纳

入合乎国家“公利”的轨道，实现从“君臣异利”向“君臣共利”的转变。“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

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2] p. 470)“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于

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2] p. 383)君主通过赏罚并用使官僚恪尽职守，时时谨记应

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通过建立官僚监督系统，同时引导臣民加入去蔽行动，所有信息直达君主，对君

主而言，官僚的一切信息都是透明的，各级官僚都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 

4. “人情”视角下官僚治理说的优势与困境 

在强调法治与人情相结合的基础上，韩非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治理理念。 
首先，在韩非的思想中，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规范性和

确定性可以减少因个人情感而产生的决策偏差和拖延现象。这种公私分明、法治优先的思想，为官僚治

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法治和官僚体系的结合，大大提升了治理效率。 
其次，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顺应人情，同时也要依靠法治。这种结合使得官僚治理在保持法律权

威性的同时，也考虑了人性的需求，增强了治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

利用人情来增强君、臣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最后，韩非认为君主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必须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地位。通过法治和官僚体系的支持，

君主可以更有效地掌控国家大权，防止权臣篡位和国家分裂。这种强调君主权威的理念有助于维护国家

的统一和稳定。 
当我们真正反思韩非的官僚治理说，可以发现它只是君主用来进行统治的工具，君主负责下发权力，

官僚实际管理事务和治理民众，在整个官僚系统中，君主拥有绝对的至高权力，法律制定、国家治理皆

由君主个人意志掌控。韩非虽以“人情”极力使君臣民的利益趋向一致从而维护官僚统治，但人人“趋

利避害”实情之弊端无法忽略，在政治体系中的官僚们深刻意识到，他们所掌握的所有资源与权力，皆

是源自君主的意志与恩赐，自身的权势与未来始终被君主牢牢掌控。为了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处境并追

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唯一的出路便是自己登上君主的宝座。对于民众来说，他们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

外，需求和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民众本就是君–臣–民关系链的最底端，官僚政治看似“爱民”，实际只

是因为君对民有利可图，相比君主从民众那里得到的利益，民众从君主接受的利益微不足道。 
对于庞大的官僚系统的监督，只靠君主对“重臣”的重点观察是远远不够的，官僚集团内部无法避

免官官相护、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发生，外在监督系统的缺乏很容易滋生腐败。即使通过严厉的奖惩制

度和“因人情”进行干预也无济于事，官僚政治腐败的同时依旧伴随着王朝覆灭。官僚治理说进入一种

困境。 
从韩非关于官僚治理的论述以及针对官僚腐败所采取的措施中可以看出，他所提出的治理策略主要

是依赖于君主个人的聪明才智、利益驱动和外在且具有强制性的奖惩机制。然而，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

上解决君臣之间利益不一致的问题。 

5. 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政治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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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被后世政治家广泛接受和继承，为后世政治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法家学说对秦汉时期的

官僚治理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在制度创建方面[8]。这一体系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基于对

当时现实政治的深刻反思从而作出的理论创新。近年来出土文献进一步表明，秦对官僚的选拔、考课、

奖惩等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同时为了保证政令的畅通和信息传输的高效，秦已对邮驿传递系统有极细

致的规定和管理[9]。 
韩非的官僚治理说不仅完善了法家思想体系，还为君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官僚治理方案，也为后世

的政治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韩非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其严厉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约

束了官僚的行为，防止官僚的腐败和滥用，不仅影响了后世官僚制度建设，而且具有反腐倡廉的借鉴意

义，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 
韩非注重官僚选拔程序的严格性，他认为官僚的选拔是有效治理国家的关键，这样才能选出有才能

有品德的官员为君主所用，以此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思想为后世官僚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 
综上所述，韩非官僚治理说对现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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